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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伟大创新。注意力资源作为一

种特殊的稀缺资源，代表着决策主体对特定领域的关注程度，其实质是权力主体对议题偏好的组织化过程。以注意力资源配置

为视角，可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大致划分为党政同构的组织化社会治理、党社合作的参与型社会治理、党领共治的共享

型社会治理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社会治理目标、举措和步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经验逻辑

在于: 通过预期引领机制、适应性调节机制、经验传承与接续机制的共同作用，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冲破了旧有体制和制度的束

缚，而且得到了可供迂回和调整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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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中

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伟大创新。理

论与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创造“两大奇迹”的密码就

是成功进行了以社会变革为主体内容的全域改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道路与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

同步。在这期间，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以苏为鉴、自
主探索、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演进历

程。
政治注意力被视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1］［2］。

在中国，政治注意力成为社会政策议程设置以及相

关政策规划、执行、反馈评估的核心。政治注意力是

基于领导特质、社会情境、组织规则等要素而生成

的，决策者对于管理、政策、价值等方面的关注与偏

好，反映出政治系统的基本态度并成为探索诸多社

会政策议题和社会治理行为的基础。政治注意力的

持续性代表着决策者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而政治注意力的稀缺性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同时

关注所有公共事务。因此，政治注意力中的权力、文
化、法制、信息、符号等资源的配置对社会治理变迁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

域，以政治注意力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百年

变迁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实际上，以政治注意力

资源配置为视角，对社会治理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
特征及其内在逻辑给予深入、系统的分析，不仅能够

很好地体现其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而且对于

改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注意力资源配置: 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变迁的

政治环境

“注意力”最初出现在心理学领域，是指“生命

个体内受特定信息影响的作用的过程或者因素”［3］。
从心理学视角研究注意力理论侧重于选择机制与行

为之间的联系。随后，注意力理论逐步应用到管理

学领域。赫伯特·西蒙将注意力定义为“管理主体

有选择 性 地 重 视 某 些 数 据 而 忽 略 其 他 部 分 的 过

程”［4］，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稀缺的因素不是

信息而是注意力”［5］。詹姆斯·G．马奇在《决策是

如何产生的》一书中将注意力等同于决策，认为“注

意力理论或搜寻理论( theories of attention or search)

主要研究如何配置稀缺的注意力”［6］。随着注意力

理论在管理学领域不断发展，布莱恩·琼斯对注意

力进行了关注并将其引入政策科学研究领域，提出

了“由关注力驱使的政策选择模型”［7］。琼斯与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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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加特纳基于数十年经验研究，将信息、信息加工与

政府决策处理进行有机整合，使注意力研究深入到

政府内部运作机制中［8］。奥卡西奥也指出: “决策

者最终做出的决定内容高度依赖于注意力的配置情

况。”［9］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中，政治领导层的注意力

表达将直接影响着政策过程，“领导重视”成为中国

社会治理创新与政策议程推动的核心动力之一。为

领导所重视的事务往往成为党政工作的“当务之

急”，吸引到大量的政治与行政资源。在权力高度集

中于核心决策层的政体中，注意力表达的实质是权

力主体对议题偏好的组织化过程。权力主体通过注

意力表达和传导，使得自身注意力为实际的治理主

体所感知，并强化或改变治理主体的注意力配置。
注意力的表达大多能够在特定时期的政策文献中得

到体现，党颁布的各类会议决议、调查报告、档案资

料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字性材料，是理解

注意力表达的重要文献，领导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

注意力表达频次是测量其政治认知的良好样本。
注意力的吸纳则是下级政府争取上级政府注意

力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级政府会

主动采取激励和约束机制，如奖惩机制、晋升机制、
督察与问责机制等，引导着下级政府注意力的投向

和行为发生变化，使注意力成功转化为执行力。在

中国，下级政府通常通过财政投入、会议频率、调研

视察次数等，来捕获上级政府的注意力，也可能使用

权力或者强制力以及利益绑架等手段来制造热点，

通过网络流量与点击量的增加来推动关于某一问题

的注意力的快速形成或转换。
在中国社会治理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党的注意

力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它反映了决策系统

的政策偏好或政策意志，传递出关于社会治理创新

导向的政策信号。同时，社会治理本身具备塑造注

意力资源配置的能力，社会治理的外部环境变化和

权力—权利关系变革深刻地影响着注意力的变迁。
社会治理与政治注意力的互嵌，深刻形塑了社会治

理创新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注意力资源配

置及其变迁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

理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

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当然这一创

新和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社会治理逐步实现现代化的

过程。以注意力资源配置为视角，可将中国共产党

百年社会治理大致划分为党政同构的组织化社会治

理阶段( 1921—1978 年) 、党社合作的参与型社会治

理阶段( 1978—2012 年) 、党领共治的共享型社会治

理阶段( 2012 年至今) 。每个阶段的社会治理目标、
举措和步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 一) 党政同构的组织化社会治理阶段: 1921—
1978 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彰显了“组织起来”
的行动特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

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党的行动定位与行动方略:

“( 一) 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

去。( 二) 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

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

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

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10］“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

组织与训练”在这里表征的是党高度“组织化”的存

在形态，这一形态不仅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中得

到确认，而且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实

践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是党中央的所

在地。中央苏区主要由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

两块根据地组成，其存在时间自 1930 年 10 月中共

明确提出设立“中央苏区”开始，至 1934 年 10 月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继而长征为止。中央苏区

社会治理的历史性展开，与诸多群团组织的成立有

着直接关系。《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例》明确规

定，在苏区，从中央到区的苏维埃、工会、农会、互济

会、反帝拥苏同盟以及在其他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党

员，都必须组建党团［11］。苏区群团组织既在苏维埃

政权与个体民众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也为中共

政治动员、社会治理和社会革命等目标的实现创造

了条件，还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废除士绅和宗族制

度后所遗留的权力真空，因而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创

制和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据 1932 年 5 月《江西苏

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记载: 万泰、公略、兴国、宁都

四县 民 众 加 入 群 团 组 织 的 平 均 数 占 总 人 口 的

70. 7%，其中，万泰最高，达 94. 4%，而作为社团组织

之 一 的 贫 农 团，其 人 员 数 则 占 苏 区 总 人 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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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6%［12］。
延安时期实际上面临与中央苏区类似的内部社

会生态，以及比中央苏区更为复杂的外部政治环境，

匪患、烟毒、难民灾民、妇女权利等社会问题更为凸

显。为解决这些问题，陕甘宁边区采取群众路线的

工作方法开展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边区干部很早

就明白“人民中蕴藏着无限力量。我们不是怕没有

力量，而是怕没有方法去动员这些力量”［13］的深刻

道理。比如，在农村禁烟过程中，边区政府广泛发动

群众，通过走群众路线推动禁烟工作的开展，农村召

开村民大会、烟民座谈会等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使

群众认识到烟毒的危害，并教育群众劝说家人戒烟，

发动群众监督吸食烟毒懒汉参加生产，给予他们各

方面的鼓励与帮助［14］。再比如，在锄奸行动中，边

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锄

奸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要求在群众中成立边区民众

锄奸委员会，宣传匪寇危害，提高群众政治警觉性，

发动边区男女老少共同参与锄奸行动，开展配合边

区自卫军和保安队打探匪情、设立农村防匪岗哨等

多样化的锄奸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

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破碎，

公共秩序混乱，道德水准衰败，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

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中国在

经济上的赤贫和军事上的极度落后，给领导人富强

国家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15］。面对在社会治

理方面的诸多困难，毛泽东总结中央苏区时期、陕甘

宁边区时期、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成功

经验，认识到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把人民群众“组织

起来”。毛泽东认为，组织起来的好处: 一是有利于

提高生产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速完成工业

化; 二是有利于控制和管理，迅速传达落实党和政府

的意图，完成党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最终建立一个革

命化的新社会。正如毛泽东在 1953 年 9 月 12 日总

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指出的:“帝国主

义者应当懂得: 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

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16］

基于这样的理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城市到

农村，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逐步建立起来。在城

市，所有的企事业工作人员都被纳入一种被称作“单

位”的组织当中。“单位组织在供给人们生产岗位

的同时，也供给基本的生活保障”［17］。由于单位掌

握着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大到个人的政治态度、工
作积极性，小到子女生育、夫妻关系、业余活动，都是

在单位( 实际上也就是国家) 的直接控制之下。在

农村，党和政府组织农民的方式主要是建立各种互

助合作组织。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农村一步

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58 年建立的人

民公社，进一步发展成为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既是

经济组织，也是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延

伸。“从区级到乡级再到大队一级，用了 10 年左右

的时间。1954 年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工作会

议前，全国 22 万个乡中，已有 17 万个建立了党的基

层组织。1956 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在农村乡以下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了 60 年代初，生产大队一级

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大队党支部成为村政的核心组

织和决定性力量，党的权威被贯彻到农村社会的每

一个角落”［18］。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注和谈话》中指出: “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

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

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

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成

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19］

通过艰苦努力，新政权落实了将人民群众“组织

起来”的政治注意力资源配置，“组织起来”所释放

出的政治导向和组织动员能量，贯穿于社会治理的

各个方面和环节，显示出社会治理的巨大成效。如

何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呢? 毛泽东提出要让

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不能强迫

命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

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

式而失败。”［20］在一轮轮的组织强化中，政治上层运

用注意力的分配以宣示或强化政治目标，通过“组织

化”增强对政治下层主体的理念与行为的有效引导

和控制，进而确保央地之间形成政治合力，国家能力

和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都持续增强。最终，党完全接

管国家权力，党与政府“同构化”，党规党章基本替

代国家法律法规，成为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行动准则。
( 二) 党社合作的参与型社会治理阶段: 1978—

2012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国内经济凋敝、社

会满目疮痍的现状，党内主张改革的第一线领导人

普遍有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向老百姓还债”的心

态［21］。在这种情境下，政治注意力开始从政治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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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邓小平作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

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

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22］194

的指示。党内迅速达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的共识。为了调动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党

对权力进行了总体性下放，社会治理结构发生重大

转向。
确立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后，政治注意力资源

配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单向的，而

是在上下互动中达成的，政治注意力的表达和吸纳

体现出社会参与性。在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成

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邓小平就“党政分开”问

题，接连作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

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

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

要放在第一位”“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

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23］等一系列指示。
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社会管理形成了

“政府办社会”的“大政府”格局，所以各级政府官员

很自然地将社会管理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控制。邓小

平意识到，如果不率先解决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

僵化问题，中国的社会管理变革就无从谈起。“思想

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

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

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22］142。在“党政分开”
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社会管理改革的总体特征是政

府从全能管控型向有限参与型转变。邓小平在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

教训时认为，社会管理不是搞压制，更不是搞“一言

堂”。他尖锐地指出: “群众提些意见应该允许，即

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

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

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

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2］144－145邓小平十分

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突

出强调民主管理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指出必须采

取一切有效措施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真正享

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

方政权和各项事业企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

利。”［22］322党的十三大明确了权力下放的“总原则”，

即“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

行”［24］。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0 年 1 月，《城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重新公布。1983 年，在农村公

社设立探索政府与社会之间职能区分的试点，并在

实践成效的基础上逐渐推广到市场领域、社会领域

等更多元化领域; 推动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

事分开、政社分开等，促成了包含行业协会、商业同

盟、学术 团 体 等 在 内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蓬 勃 发 展。
1987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 试行) 》颁布，中国城乡社会逐渐脱离有人身依附

关系的组织化管理模式，开始走上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监督的道路。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进一步向社会放权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

小平关于政府向社会松绑放权的思想。在党的十四

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想社会建设有更大的成

效，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更需要社会组织和人

民群众的参与，因此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

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

用”［25］25。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经济的崛起，集

生产生活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制逐步瓦解，江泽民进

一步指出:“原来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

会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分离出来，很

多事情要靠街道、居委会来做。”［26］不同的注意力生

成情境代表着不同导向和目标，当情境与传播模式

之间产生有效的匹配之后，其所生成的政治注意力

将被有效输出，从而能够有效影响组织行为。以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看到了

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而且

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也充分体现出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993 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鹏指出: “开辟和疏通政府

联系群众的渠道，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群众

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要求，认真采纳群众的合理化

建议。”［25］1651994 年，邹家华在面对社会建设过程中

的权利问题指出: “鼓励和提倡社会事业社会办，要

特别重视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作用，积极支持他们

的活动，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和引导。”［27］政治家、
政府部门等的政治注意力分配影响政策倡导进程并

最终影响政策变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政府一

方面完善城乡居民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

持续为公益服务性质的社会组织提供财政支持［28］。
中国加入 WTO后，市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人

民群众要求更高质量的放权，加快完善社会自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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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呼声高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上提出，应当“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

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9］。为吸引更

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胡锦涛进一步指出: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

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

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

事业。”［30］此前，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已经有基本框架，因此继续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

是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大与功能完善［31］。2006 年，党

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出台，首次清晰表述了“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至此，社会组织进入蓬勃发展

期。社会组织是自发性组织，不同于国家官方组织

在信息传达上的被动性，它们一般更为主动和积极

地传播信息。社会组织的繁荣会增加注意力表达传

播中的有效信息节点，加之其自身也是或大或小的

信息集散中心，所以能提升党和国家注意力表达的

有效性，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掌控力［32］。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位领导人推进社会

治理建设的着力点略有不同，但下放政府权力、鼓励

和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

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在这一时期，中国初步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管理参与机制，为实现经济的

“增长奇迹”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条件。
( 三) 党领共治的共享型社会治理阶段: 2012 年

至今

政治注意力的演化往往受到注意力生成情境的

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物质层

面的供给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社会发展仍然存在

不足，尤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一些突出问题尚

未得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

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

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

是实际 情 况 还 是 制 度 设 计，都 还 有 不 完 善 的 地

方”［33］。在社会诉求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历史背景

下，“社会治理”也正式取代了“社会管理”，朝着“共

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现代化目标迈进。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3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

将社会治理理念确立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5］。具体

而言，“党委领导”引领前进方向，“政府负责”提供

高效服务，“民主协商”丰富“有事好商量”的独特优

势，“社会协同”意在激发社会潜在活力，“公众参

与”凝聚人民群众的最大公约数，“法治保障”充分

发挥法律制度的规范作用，“科技支撑”突出前沿治

理手段的技术特性，在求同存异的相互协调中形成

良好的治理生态。换言之，任何一方“不尽其责”的

缺席，都会导致社会治理体系的闭环出现漏洞与疏

失，由此造成的“短板效应”会直接诱发“共享型”社

会治理格局失衡失调的系统性风险危机。至此，党

领共治的共享型社会治理正式形成，这既是对“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回应和制度化展示，也是全面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具体体现，更是社会治理的行

动准则与实践策略。
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以领导重视为核心的注意

力表达、传达和竞争，有效地把属地责任和部门职能

统合于领导意志及其贯彻执行。精准脱贫既是共享

型社会治理最典型的注意力吸纳，蕴含丰富的“共

享”理念，也是共享型社会治理的着力点。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的重要论述。此后，习近平在不同时段、多个场合发

表了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并坦言: “扶贫始终是我

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36］精准扶

贫是一项承载了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政策，中央政府

将地方政府对精准脱贫的重视程度和行为能力作为

奖惩晋升标准，并以此施加刚性约束，以提升注意力

表达的持续性和响应性，使扶贫机制实现由主要依

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
对目标 人 群 直 接 加 以 扶 贫 干 预 的 动 态 调 整。到

2020 年年底，中国如期实现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

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

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37］。
新时代不仅是一个政治术语，更是一个时间节

点; 不仅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更标定了社会治理创

新的特定技术背景———智慧时代。在新时代，复杂

性事务和创新性事务更加需要领导注意力的持续表

达。如何落实共享型的社会治理? 智慧化转型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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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路径。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时指

出:“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水水平……是推动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于

政治注意力运行的发起点来自政治体系上层，注意

力传播过程呈现出高强度、高频次的特性，决策者的

注意力打开自上而下的“政策之窗”。无论是教育、
健康医疗、能源、环境保护、养老领域，以及城市的

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民生、民权事务，都

能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公平、有序、便捷地运行，

智慧化重塑了共享的新形态、新结构与新功能。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共享型社会治理的有序推

进，党在引领社会治理方向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社

会主体作为治理实施者的权力，通过理性沟通、平等

协商方式解决公共事务，有效缓和了“权力—结构集

中”与“社会—利益多元”之间的张力。由此，党领

导下统分结合、常态化与动态化兼备的共享型社会

治理框架开始形成并日臻成熟，大大促进了社会治

理的区域协调、城乡协调、阶层协调和社群协调，社

会迈入有效治理和良性运行。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经验逻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不

同阶段的发展实际，适时调整注意力分配，传递出增

强或弱化的政策信号，促使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改进政策安排，提升社会治理的适应性，推动形成了

“注意力强化—社会治理变迁”的调控模式，卓有成

效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创

造了极具借鉴意义的社会治理样本。
一是预期引领机制，其与中国政治体制所倡导

的群众路线、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各种基层民主制度

相吻合，在了解人民群众困难、需求和期待的基础之

上，引导社会心态和达成改革共识。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年来，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社会

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渠道搜集和汇总民意，同

时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在 1921—1978 年这

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更重视集体诉求，其回应是以集

体单位为中介推动社会领域的民主化运动，客观上

起到了建立和巩固新中国政权、保卫人民当家作主

权利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

个体的利益诉求和期待，其回应以市场上的经济民

主为中介推动社会领域的个体民主。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样和社会流动性日益增

加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探索采取了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的做法，以共享型社会治理有效化解社会

力量发展中的秩序与活力兼容问题，切实有效地推

进了新时代的社会民主运动。
二是适应性调节机制，其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

程的“冲击—反应”模式和根植于中国文化基因的

“内在发展冲动”紧密联系，由现实问题影响决策者

注意力分配，使决策者主动从各种困难处境中找寻

到突破的可能性，进而驱动社会治理持续改革与创

新。中国共 产 党 有 与 时 俱 进 的 适 应 性 和 适 应 能

力［38］，它也正在进行相当有效的调整和改革［39］。
回顾党的百年社会治理历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由

于主要矛盾、主要目标、历史任务等不同，社会治理

的主要目标和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在共产党建立之

初，主要矛盾是广大工农阶级与大地主、资产阶级和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就是要

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因此毛泽东选择利用党的组

织网络逐步渗透进社会，通过建立有效动员机制来

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广大人民群众组

织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此党建立人民公

社、“单位—街居”制度，实行党政同构的社会管控

模式。改革开放后，快速摆脱贫困落后成为时代诉

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社会治理以恢复社

会活力和社会秩序为主要目标。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等国家领导人主张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领域

的管控，逐步扩大社会参与的规模与力度，释放社会

活力并维持社会稳定，使中国在不到 40 年里发展成

为中等收入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治

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逐渐进入改

革攻坚阶段，主要矛盾开始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造党委领导和政

府负责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社会

治理新模式，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新格局，这都标志着传统社会管理向适应新时代

发展的现代社会治理转变。
三是经验传承和接续机制。前任领导人采用的

社会治理模式和工具会对继任者产生影响。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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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原则，为降低注意力

大幅调整带来的成本增加，新的决策者更倾向于选

择之前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方案，呈现出“保持现状的

偏见”，因此注意力选择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毛泽

东到习近平，党的领导核心注重经验传承，在“搭积

木”式的推进中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模式。比如，曾经

备受毛泽东赞誉的枫桥经验，正是因为其有效推进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实践，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典范［40］。2013 年，习近平在毛泽东批示推广

“枫桥经验”50 周年纪念之际明确指出: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

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

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

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41］再比如，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至上”“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等思想，都是依据时

代背景和发展任务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进行新

的阐述，但在基本内涵上又都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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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o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Ｒesources
YU Min－jianga，LI Yue－haob

( a．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b．Ｒesearch Centre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Deuelopment，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social governance is a great innovation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its long－term practical exploration． As a special scarce resource，attention resource represents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of deci-
sion makers to a specific area，which is in essence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issue preferences of power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resource allocation，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organized social governance of party－government homogeneity，the participatory social governance of party－society coopera-
tion，and the shared social governance of party－led governance． The goals，measures and steps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each stage a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st stage． The empirical logic of the centenary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ocial
govern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anticipatory guidance，adaptive adjustment，experience inheritance and con-
tinuation，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not only broken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old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but also
gained access to flexible space for detours and adjustments．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 Century of History;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Ｒ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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